
“

求富— 治本
” :

后期洋务思潮的新模式

李 双 璧

1洋务派在近 4。年的 “
新政

”
实践中

,

逐渐明白一个道理
:

要想
“
自强

· ,

就 得 造 。。 ,。

械
,

就得发展军事工业 ; 要想发展军事工业
,

就得广辟财源
,

兴利求富
,

发展资本主义近代

工商业
。

其实
,

这也不是什么深奥的理论间题
,

而是一个简单的逻辑问题
,

此即马建忠所说

的
: “
治国以富强为本

,

而求强以致富为先
。 ” ① 洋务派首脑人物们认为

,

兴利求富不仅具有裕

晌开源的意义
,

且有
“
分洋商之利

” ,

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意义
,

李鸿章就说过
: “

欲

自弧必先裕晌
,

欲浚炯源
,

莫如振兴商务
,

商船能往外洋
,

仰外洋损一分之利
,

即中国益一

分之利
。 ” ②

“
自强— 求富

”
这一近代化模式的实现

,

必须以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瓦解为前提
。

当整个社会形态仍处在中世纪时期
,

政治结构
、

经济组织以及人们的价值系统仍是传统而非

近代之时
,

急功近利地
“
求富

”
便只会带来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

所以
,

从逻辑角度看
,

李鸿

章等人以纤燃眉之急的
“
求富

” 虽无过错
,

但从社会进步角度看
,

这种
“ 自强一一求富

”
模

式却有悖于历史发展规律
。

急功近利地
“
求富

”
所造成 的后果

,

逐渐成为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一步发展的阻碍因素
。

其表现是
:

军事工业始终居主导地位
; 兴办企业的资金主要靠政府财政拨款

,

兴办人多为政

府大员
;
由于企业的经营大权掌握在对近代工业管理全然外行的官僚手中

,

技术管理多依赖

不尽称职的
“ 洋雇员

” ,

以玫造成大部分企业刚创办即难以为继的局面 ; 洋务企业的产品多由

国家调拨
,

这种经营方式严重阻碍了企业 自身的发展和窒息了经济生活中的创造力
。

洋务派

官僚不可能触动阻碍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封建经济制度
,

而少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兴起 当

然也不会引起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

朝廷对近代工商业的发展
、

企业的兴力
、

往往

是想到就办
,

旋起旋灭的现象屡见不鲜
。

他们只重视对国外设备
、

技术的引进
,

不重视先进

的管理科学的学习和人才的培养
。

在洋务企业中
,

缺乏健全的近代审计制度和财会制度
,

管

理混乱
、

中饱私囊的现象所在皆是
。

然而
,

洋务派官僚李鸿章等人
,

却对洋务
“
新政

” 的实

际情况缺乏清醒的认识
。

光绪十七年 ( 1 8 91 )
,

在李第一次巡阅北洋海军后给朝廷的报告中
,

还 自得地说
: “
北洋海军 自光绪十 四年成军以后

,

现届三年… 规模略具
。

… 实为前次中国所未

有
。

…就渤海门户而论
,

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
” ③ 实际上

,

由于慈禧太后修颐和园挪用海军经

费
,

这支舰队七年未添一船一炮
。

此后
,

甲午一战
,

北洋海军竞全军覆没
。

可见
,

洋务
“
新

政 ” 表面壮观
,

实际上却问题成堆
。

当时有人就提出这样的疑问
: “
机器固有局矣

,

方言固有

馆矣
,

遣发于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
,

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
,

而何以委靡不振仍如故也?
” ④

2
1。 8、年的中法战争是洋务思潮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披点

。

中法战争的实际名验
,

证实 了

“
自强— 求富

”
模式存在若许多问题

。

洋务
“
新政

”
实效不显的现象已越来越引起 世人的

泞忿
。

洋务运动后期的进步思想家们
,

如薛福成
、

马建忠
、

陈炽
、

邵作舟
、

郑观应
、

汤震
、

钟天纬等人
,

益发不满意洋务派官僚的以军工为主体的
“

自强一求富
”
模式

。

他们或猛烈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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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
,

或委婉批评
,

或提出新的建议
,

或着眼于新方案的实施
。

他们主张
:
改革必须深化

, “

求

富
” 必须赋予新的内容

。

这是因为他们看透了所谓
“

同光中兴
” “

盛世
”
的虚假性 ; 强烈要求发

展资本主义
,

实行经济领域的彻底改革
,

并希望在政治
、

社会
、

文化各个领域里进行变革
多

他们的思想范式虽未脱离
“
中体西用

” 的案臼
,

但已程度不同地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和封建

专制政治制度的批判意识
。

大多数洋务思想家都是洋务活动的参与者
,

其思想言论较多地反映了
“
新政

”
实践的需

要
,

具有很大的实践性
、

指导性和可操作性
,

有些意见甚至直接为主持
“
新政

” 的洋务官员

所采纳
,

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

更重要的是
,

郑观应等人的某些理论观点已远远突破

了封建社会
“ 重本抑末

” 的传统经济思想模式
,

提出了一些 旨在建立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主

张
。

因此
,

他们的经济思想与其说是晚清洋务
“
新政

” 的理论总结
,

不如说是强烈要求中国

发展资本主义的理性表现
。

他们代表了新生的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
。

他们的改革思想
,

从本质上来说
,

就是这个阶级强烈表现自己意志和愿望的最初呼声
。

在中法战争至甲午中日

战争期间的十年里
,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具备的物质条件确已形成
,

一个新的阶级
、

一股新

的社会力量确已发育
,

一种新思潮
,

即 “ 从洋务思想向维新思想过渡的形态
” ⑤ 已在郑观应

等洋务思想家那里得到充分反映
。

3薛福成
、

王韬
、

马建忠
、

郑观
妊

这批思想家中论述经济间题较多的几位
。

他们的经

济改革思想有两个重要特点
:

第一
,

主张以 “
工商立国

” ,

强调 tt振兴商务
” 、 “

发展实业
” 的重要性

。

王韬在批评朝廷

的 “
抑商

”
政策时说

: “

西国于商民
,

皆官为之调剂翼助
,

故其利 溥 而 用 无 不 足 , 我 皆 听

商民之自为
,

而时且遏抑剥损之
,

故上下交失其利
。 ”

他认为
,

惟有
“ 一反其道而行之

,

务使

利权归我
” ,

才能
“ 国强民富

” 。

⑥他还提出了
“
恃商为国本

” ⑦ 的口号
。

薛福成主张效法西方

国家
,

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以抵制列强的经济侵略
,

做到
“ 彼此可共获之利

,

则从而分

之 , 中国所 自有之利
,

则从而行之
,
外洋所独擅之利

,

则从而夺之
。 ” ⑧他力主改变社会上贱

视工商业的风气
,

甚至认为
: “

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
,

农可通其植而植益盛
,

工可售

其所作而作益勤
,

是握四民之纲者
,

商也
。 ” ⑧马建忠力主尽快扭转外贸逆差

,

以增加出口来

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
。

他指出
, “

进 口货之银浮于出口货之银岁不下三千万
” ,

是造成

中国国弱民贫的重要原因 , 为此
,

必须制定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

成立公司
, “

访求西法
,

师其所长
” ,

提高出口货物的品位质量
,

减轻厘税
,

设立商务衙门等
,

以增加出口
,

使
“
中国

固有之货
,

令其畅销
。 ” L 当过外国洋行高级买办的郑观应

,

对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

性的认识更清醒
、

更深刻
,

他说过
: “

兵之并吞
,

祸人易觉 , 商之措克
,

敝国无形
。 ”

O 因此
,

他主张
“ 习兵战

,

不如习商战
” @ 。

他所谓
“
商战

” ,

不仅指注重商业的发展
,

且指整个国家

经济活动的全面资本主义化
。

在郑观应看来
, “
以商立国

” L 的方针
,

具有指导国家社会经济

发展战略的意义
,

为此
,

整个国家的政策
,

都必须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为基点
, “
一变旧法

,

取法于人
,

以收富强之实效
。 ” ⑧为此

,

郑观应要求限制和取消外国侵略者在华的经济特权
,

制定
“
保商之法

” 和革除
“ 困商之政

” 。

具体措施则有颁订专利法
,

举办商品竞赛会
,

鼓励组

织公司
,

裁抑厘卡
,

鼓励民间开矿
、

办厂等等
。

此外
,

他们在强调科学技术于发展 民族工商业中的作用
,

成立各类新式学堂以培养洋务

人才
,

要求政府制定保护民族工商业利益的法律等方面
,

都有十分精湛的论述
。

这些思想无

疑是洋务思想向一个更高的层次的发展 ; 是对一般意义的
“
恤民

” 、 “
养民

” 之说和 “
造船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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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
”
方略的重大突破

。

第二
,

在主张 “
官商势合

” ,

肯定
“
官督商办

”
经营形式的同时

,

也批评了传统社会压制
、

破坏民族工商业的作法
。

薛福成认为
,

促使商人
“
挟货而往者踵相接

” 的精神动因是
“
人人

之欲济其私
” ,

这种资产阶级的谋利之心
, “

无损公家之祭项
,

而终为公家大利
” ,

这是因为民富

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国强
。

因此
,

他力主
“
用局中任事之商

,

兼招殷实明练者
,

量其 才 力 资

本
,

伴各分任若于埠
,

无论盈亏得失
,

公家不过而问焉
。 ”
不仅如此

,
一

政府还应
“ 恐商情之相

轧也
,

则督 以大员而齐其政令 ; 恐商利之未饶也
,

则酌拨槽粮而弥其阂乏
。 ”

0 这是后期洋务

思想家较早论述官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点
。

马建忠也曾提出
,

中国应尽快成立一 个 商 务 衍

门
, “

然后由商务衙门向外洋各国贷款二三千石
,

其契据或自行出名
,

或另立华商总司出名
,

专办商务
。 ” L 他认为

,

西方 “
商人互相借贷

,

皆可亲理
,

而无事取信于其国之官
” ,

中国则不

然
, “ 以借贷不得不凭官以取信

, … … 国家为之担保
,

则外洋富商无不乐从
” ,

因此
,

要使民族工

商业得以振兴
,

必须
“
君民一体

” , “
联官为一气

” 。
0 薛

、

马一方面批评清政府抑制民族工商

业的厘金制度
、

关税制度
,

以及种种勒索摊派行为
,

一方面又要求政府积极干预经济
,

希望

国家对工商业
“ 设官以经理之

,

又立法以鼓舞之
” 。

L 这是一种看似矛盾
,

而实际上却是非常
;

实事求是的新思路
。

从事过实际工商业活动的郑观应对此体会尤深
。

他认为
,

在中国
,

要想兴办近代化工商

企业
, “

官督商办
” 是一种比较适宜的好办法

,

这是因为
, “

全恃官力
,

则巨费难筹 , 兼集 商

资
,

则众擎易举
。

然全归商办
,

则土棍或至阻挠
,

兼倚官威
,

则吏役又多需索
。

必官 督 商

办
,

各有责成
:

商招股以兴工
,

不得有心隐漏
;
官稽查以征税

,

亦不得分外诛求
。

则上下权
维

,

二弊俱去
。 ” L 这表明中国资本主义在初期发展阶段不得不走上一条官办一官督商办一官

商合办一商办的艰难路径的苦衷
。

中国是一个以
“
官

”
为本位的传统社会

,

国家的经济活动

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稳定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需要
。

而
“
官

”
的作用和影响在整个社会生

活中始终居于主导的地位
。

因此
,

经济政策从属于政治目标的特性就必然反映到实际经济活

动中来
,

而撇开这一基本前提的任何变革方案
,

只能是不合时宜的幻想
。

从这个角度看
,

他

们对
“
官督商办

” 的肯定
,

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妥协
。

但是
, “

官督商办
”
毕竟是在不改变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宜之计

。

随着中

国近代工商业的蓬勃发展
,

其弊病渐趋显露
。

郑观应曾痛心疾首地指出
: “

惜士大 夫 积 习 太

深
,

不肯讲求技艺
,

深求格致
,

并以工商为谋利之事
, … …其不贪肥者

,

则遇事必遏抑之 ;惟利

是图者
,

必借端面峻削之
。

于是但有困商之虐政
,

并无护商之良法
。 ” L 为此

,

他主张
,

兴办

新式企业
“
全以商贾之道行之

,

绝不拘于官场体统
。 ” @ 所谓

“
商贾之道

” ,

就是资本主义商品
、

经济的基本法则和客观规律
。

然而
“
官督商办

” 的弊端在一个 以官为本位的社会环境里
,

是

无法根除的
。 “

名为保商实剥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华商因此不及人
,

为丛驱雀成怨府
。 ” L 郑

观应在甲午战后
,

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
,

其思想亦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改革必须再向更
、

深一层次进行
, “

自强— 求富
”
模式必须发展成为

“
求富— 治本

”
模式

。

这说明
,

新生

资产阶级的主体意识已经开始觉醒
,

洋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维新思想
。

4本世纪初
,

郑观应说过这样一句话
: ·

政治不改良
,

实业万难兴盛
。 · 。 的确

,

在中国这块

荆棘丛生的荒野里
,

很难设想资本主义幼芽可以长成参天大树
。

政治不改良
,

实业无以兴盛
, `

就是兴盛了
,

也会遭到挫折
, 一

一这几乎成了所有洋务派人士的共识
。

不同的是
,

洋务运动后

期进步思想家的政治改革思想早已突破了
“

修政事
,

求贤才
” ,

( 曾国藩语 )的理论框架
,

已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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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资产阶级参政意识和议会政治理想的端倪 ; 不再是与
“ 经世致用

” 思想同一层面的简单

重复
,

而是传统的
“
经世致用

”
与西方政治制度表层观感的粗糙结合

。

他们认识到
,

近代化

不仅是辟富源
,

开利数
,

而且是政治上的
“
治本

”

—
“
得民心

” 。

为此
,

必须 通 上 下 之

情
,

必须改革官制
,

广开言路
,

重新调整君
、

官
、

民三者之间的关系
,

使其适 应
“ 自强 之

道
” 的总体要求

。

王韬在 《 上当路论时务书》 中说
: “
今日时务之急

,

首在乎收拾人心
, · ·

… 西

国之所以强兵富国者
,

率 以尚器为先
,

惟是用器者人也
,

有器而无人
,

器亦虚设耳
。 ·

一善

于治 民者莫如英
,

… …治国之道
,

先在养其元气
,

如西国之法
,

新削之尤甚者也
,

必也择其善

而去其不善
,

不必强我以就人
,

而在以彼之所学
,

就我之范围
” 。

@ 这可看作是洋务运动后

期进步思想家政治变革思想的起点
。

但他们据以改革政治体制的基础理论仍然是传统的
“ 民

为邦本
” 思想

,
他们要求改革官制的 目的

,

不过是通上下之情
,

养国家之
“
元气

” 。

因此
,

“ 西学
” 、 “ 西法

” 只能起着
“
相辅而行

”
的作用

, “ 以彼之所学
,

就我之范围
” 。

比较而

言
,

英国的
“
君民共主

” 制度似乎更适合于中国国情
,

因而能够
“
行之久远

” 。

洋务运动后期进步思想家们普遍认为
,

惟有
“
君民共主

” 政制才是 最 好 的
“ 治 本

” 良

方
,

是以
“
西法

”
辅

“
中体

” 之不足
, “

斟酌得中
” 的变革方案

。

其最大功能在于
“
合君民为

一体
,

通上下为一心
” , @ 为僵死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注入新的活力

,

使之能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最大限度地正常运作
。

王韬在对
“ 君主 ” 、 “ 民主” 、 “ 君民共主

” 三种政制作了比较

之后说
: “
君为主

,

则必尧舜之君在上
,

而后可久安长治 ; 民为主
,

则法制纷 更
,

心 志 难 专

一
,

究其极
,

不无流弊
。

惟君民共治
,

上下相通
,

民隐得以上达
,

君惠亦得 以下逮
,

都愈吁

咦
,

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
” 。
L 应该承认

, “

君民共主
” 的思想比起传统的

“
君临天下

” 、

“
庶人不议

”
君主专制主义思想体系来说

,

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

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君主立宪的

政治要求
,

从而使君主专制主义思想基石发生动摇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

君民共主
”
思想确有

其不可忽视的启蒙意义
。

“
君民共主

” 思想具体到政治体制的改革
_

仁
,

就是要求设立英式议会
。

盛宣怀曾写信询间郑观应
: “
变法以何者为先?

”
郑当即复信表示

,

当务之 急 就 是
“ 顺 民

情
、

达民隐
、

设议院
” 。

议院设立的最大好处即在于建立一个
“
公是公非

”
的合理的社会机

制
,

能使
“ 上下相通

” 、 “
君民一体

” 、 “
奸侯不得弄权

,

庸臣不得误国
” 。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

郑观应在分析
“
上下相通

”
的时候

,

不是指传统的民情上达
,

在说
“ 上下相通 ” 的时候

,

不

是指传统的民情上达
,

君恩下逮
,

而是指尖锐的社会矛盾 的消融化解和使
“
民心固结

” 的良

好政治环境
,

这里所透露的依然是
“ 民为邦本

,

本固邦宁
” 的思想路向

。

他的议院观始终是

建立在
“ 天视自我民视

,

天听 自我民听
” 的传统民本思想基石上的

,

这就是所谓
“ 议院乃 上

古遗意
,

固非西法
,

亦非创辟之论也
” 。

@ 于是
,

相当激烈的
“ 设议院

” 主张按照 中国传统

思维方式找到了合乎
“ 圣道 ” 的理论依据

。

正因为如此
,

郑观应和其他洋务思想家们所设想的议院只具咨询博采的性质
,

所设计的

种种议院形式不过是原来封建政治机构中翰詹科道的变通
。

他们不提民权
,

也不提宪法
。

泰

列议员之职的只能是各级封建官僚
、

士大夫和乡绅
,

而不是工商业者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
。

他们所希望的只是对封建君权的某些限制
,

政治生活有一定的透明度
,

而不是整个国

家政治机器的重新建构
。

这种性质的
“ 议院 ” ,

与英
、

德等 国的君主立宪代议制相比
,

不可

同日而语
。

5最值得注意的是
,

在他们的政治改革思想里
,

更多的是强调
`
人治

· ,

而不是
“
法治

· ;

“
求富一治本

,, :

后期洋务思潮的新模式



是传统而不是
“
西政

” 。

郑观应在分析
“
中国不能自强

,

由于上下离心
” L 时说

: “
惜守旧者恶谈西法

,

维新者不

知纲领
,

而政府志在敷衍
,

惮于改革
,

·

一只知安富尊荣
,

保其禄位
。

行政之人尤安于苟且
,

无论如何美政
,

由朝廷下伤督
、

抚… … 以一纸告示城乡
,

略加新名饰耳目
,

此外 寂 无 举 动

矣
。 ” L解救之方就是

“
先设议院

,

并开学校
,

庶官绅知议绅之贵
,

勇于维新
,

急于扶持国

势
” , L 而 “ 无论议院设与不设

,

急宜仿西法 , 广开大小学校以育人材
。 ” (孙所以

,

重要的不是

议院形式
,

而是
“ 通言路

,

举人材
” ;关键不在于权力再分 配

,

君权限制
,

面在于改变官场积

习
, “

用人行政一秉至公
” , “

借 公 法以维大局
。 ” @ 郑观应一再强调

: “
国之盛衰系乎人才

,

人

才之贤否视乎选举
” ,

@ “ 议院乃集众是 以求一当之地
, … … 必民皆智慧

,

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

真是非
。

否则
,

徒滋乱萌
,

所谓欲知其利
,

当知其弊也
。 ” @ 这就是郑观应

“ 议会观
” 的实质

内容
。

郑观应的看法在洋务运动后期思想家中很有代表性
,

薛福成就这样 说
: “

是 故 民 主
、

君

主
,

皆有利亦皆有弊
。

然则果孰为便? 日得人则无不便
,

不得人无或便
。 ” L 可见

,

他们始

终不曾真正了解西方代议制民主制度的精神实质
,

只是将
“ 议会制

”
视作一般意义上的变

一

革

举措
。

这批思想家们的变革思想和改革方案
,

较之洋务派官僚们来说
,

虽有进步
,

但其基本的

思想范式
,

仍然是
“
中体西川

” 那一套
。

近代中 国 的 变 革
,

与 以 往 历 代的
“
变法

” ,

在

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
,

它不是一种简单的政策调整和措施改易
,

它是一次波及社会结构和文

化结构的剧烈震荡
,

是一次革故鼎新的历史转型
,

是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重建
。

实现近代化的过程
,

必然是一个充满痛苦
、

步履躇珊的过程
。

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
,

除了极

少数进步知识分子能够认识到中西文化冲突的严峻程度和深刻意义外
,

绝大多数人还依然浸

淫在传统文化的迷梦之中
, “

不顾事机之顺逆
,

不计晌源之盈细
,

则亦虚骄之议论积成习尚
,

贻累天下国家之尤者也
。 ” @ 就是洋务派 自身

,

也未 曾对传统的永恒价位产生过 怀 疑 和 动

摇
,

相反
,

他们实施
“
新政

” 的 目的只是为了确证这一中心价值系统和维护既定 的 统 治 秩

序
。

正是由于这样的思想背景
,

他们提出了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口号
。

在当时
,

这个

口号确已代表 了思想界的最高水准
,

是一个不小的历史进步
,

因为他们毕竟承认西方异质文

化确有可
“
用

”
之物

。

迫至中法战争 以后
,

惨痛巨创的现实再一次刺激了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神经
。

他们开始

意识到
,

所谓 “ 西学 ” ,

恐怕还不仅仅是
“
制器尚象之法

” 。

于是
,

他们的
“
中体西用

”
观念

开始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由极其狭义的
“
体用

”
扩展为较为广义的

“
体用

” 。

官至两广

总督的张树声在临终前醒悟道
: “
近岁以来

,

士大夫渐明外交
,

言洋务
,

筹海 防
,

中外 同 声

矣
。

夫西人立国
,

自有本末
,

虽教育文化远逊 中华
,

然驯至富强
,

具有体用
,

育才于学堂
,

论政于议院
,

君民一体
,

上下一心
,

务实而戒虚
,

谋定而后动
,

此其体也
多
大炮

、

洋枪
、

水

雷
、

铁路
、

电线
,

此其用也
。

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
,

无论竭撅步趋
,

常不相及
,

就令铁舰成

行
,

铁路四达
,

呆足恃钦 ? ” L 这表明
,

张树声终于认识到了西方文化除器物层面值得首肯以

外
,

还有制度层面的学堂和议院
。

可见
,

洋务派在进一步学习西方的过程中
,

也在悄悄地改

孪着
“
中体西用

” 的思想内涵
,

使改革向着更广 阔的领域深入发展
。

洋务运动后 期的进步思想家们适应了这一需要
,

他们在不违背
“ 中体西用

” 总原则的前

提下
,

适时地提出了变
“
求富

” 为 “ 治本
” 一一 由发展 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通盘设计到亚

新调整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改革主张
。

虽然他们主张的
“ 治本

” ,

也就是重新锉释过的
,

赋

、
贵州辛L会科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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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新内容的西学
-

—
“
育才于学堂

,

论政于议院
,

君民一体
,

_

卜下一心 ” ,

仍然与西方文化

之
“
体

”

有很大的距离
,

但他们终于开始意识到
,

西方文化原来也是一个整体
。

西人立国自有体

用
, “

道非器则无 以显其用
,

器非道则无以资其生
” , “ 凡有性必有情

,

有体必有用
” ,

@ 这

就把
“ 道 ”

与
“
器

“ 、 “

体
”
与

“ 用” 的从属关系从哲学的高度上升为对立统一的关系
,

从

而不 自觉地摆脱了创 自冯桂芬之手L
、

渐成新传统的
“
中体西用

” 观的羁绊
,

为尔后 的维新

派彻底否定
“
中体西用

” 说
,

主张尽用西法
,

实行制度层面的全面改革作好思想铺垫
。

从 “
自强— 求富

”
模式发展为

“
求富— 治本

”
模式

,

竟然需要十年的时间
。

中国近

代变革思想的演进是如此地艰难
,

中国人知己知彼工夫的养成
,

是如此地曲折
。

尽管
“
求富

— 治本
”
模式是求得中国历史进步而不懈地探索的必要的一环

,

但真正近代意义上 的维新

变法重任还是不能落在洋务运动后期思想家的肩上
,

因为从民本到民权
、

从治民到民治
、

从

人治到法治
,

还需要走一段艰苦的路程
。

甲午中日一战的惨败
,

终于使进步中国人的思想发

生了飞跃
, “

求富— 治本
” 思想模式很快被推到了历史后台

,

但其思想影响仍 然 源 远流

长
,

其正面和负面效应都不能低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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